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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医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医学科学，对军事及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基因科学的迅猛发展，

其应用日渐覆盖多个领域。基因科学为士兵筛选及部署、战伤救治、提高特殊环境的耐受能力以及预防

和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重视研究潜在机制，合理地使用

基因武器，才能应对现代战争面临的更复杂情况，保障国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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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pecial medical science, military medicin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ilitary and national de-
fense securi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tic science, the application has gradually cov-
ered multiple fields. Genetic science has revolutionized the selection and deployment of soldiers, 
the treatment of war wounds, the improvement of tolerance in spe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s well as brings new challeng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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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using genetic weapons reasona-
bly can we cope with the more complex situations faced by modern warfare and ensure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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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基因科学在军事医学领域应用广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军就以多种方式收集和利用基因信息，

例如，所有军人都需留取 DNA 样本以方便辨认遗骸、匹配犯罪信息，建立基因–表型数据库用于军人群

体中遗传性疾病的筛查(如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及血红蛋白病)、在征兵中进行不适于参军的某些疾

病(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性骨折和失血等)的遗传易感性筛查以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在

战伤救治方面，应用各种传递载体进行基因治疗以及临床试验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通过对人类基因组

进行基因编辑或者正常基因的过表达来恢复蛋白质的正常功能，从而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使用干细胞

治疗战伤也具有前景。战场环境能导致基因相关疾病的发生，现代战争中具有大杀伤力的武器，如核武

器、激光、微波等均可能导致辐射损伤、基因突变。随着高科技武器包括化学、物理和生物制剂的引入，

未来战争中可能造成大量特殊的疾病和伤亡[2] [3] [4]。生物制剂是现代战争中出现的新型武器，其特点

是以病原微生物为武器或通过基因方法合成生物武器来攻击敌人，致病特点包括快速感染、病程长且严

重、死亡率高[2]。此外，特殊环境也可能导致基因突变，如高温或低温，高原或极地地区，以及微重力

或超重力[5]等。因此，探索基因在军事医学中的应用，使基因科技服务军事医学、进而保障军事任务，

保卫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基因筛查在军事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与挑战 

2.1. 士兵筛选及部署 

在现代军事医学实践中，一些组学技术如单基因测序、染色体微阵列、全外显子组测序和全基因组

测序正日益成为主流诊断工具[6]。全基因组测序拓宽了遗传学的应用范围，军方对遗传学的需求同样随

着民用部门的增加而增加。基因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在军队中十分常见，如入伍时所有军人都被要求留取

血液样本，以备辨别残骸及遗体[7]；美国海军还会进行某些遗传性疾病的筛查(如镰状细胞病、葡萄糖-6-
磷酸脱氢酶缺乏)、某些不适于参军的疾病的遗传易感性的筛查(如易发生外伤性骨折)，进而根据基因筛

查结果合理地分配任务，可以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8] [9] [10] [11]。此外，DNA 微阵列技术

和免疫组学可被用来筛选早期暴露于未知病原体的士兵或队伍，应用 DNA 微阵列技术明确受损的基因表

达模式和细胞功能，进一步阐明病原体的作用机制，对军事传染病的早期诊断和预测疾病的严重程度至

关重要。目前，研究人员使用微阵列技术研究的与军事相关的传染病包括登革热、疟疾和某些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如艾滋病病毒)等[12]。应用免疫组学可检测血液循环中免疫细胞对病原体的反应，从而帮助快

速识别传染病，并促进靶向药物和疫苗的研发，这对未知疾病的早期预警、紧急救治、防止扩散以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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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心具有重要作用。 

2.2.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预防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13]是指个体暴露于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如战

争、自然灾害或其他事件而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以创伤后持续 1 个月以上的反

复再体验、回避、麻木等症状为特征。据报道，现役和退伍军人中 PTSD 的发病率为 5.4%~16.8% [14] [15] 
[16] [17]，几乎是普通人群的两倍，推测与战争环境恶劣复杂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TSD 作为军事医学中

的“明星”疾病，不仅影响个人身心健康，还会造成家庭负担以及社会危害，治疗上，PTSD 需要长期

的心理及药物干预。基因科学为 PTSD 的预防及治疗带来了希望，研究表明 PTSD 与基因失调及甲基化

水平相关[18] [19] [20]，通过对 462 例 PTSD 士兵患者和对照组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21]，PTSD 与

多个潜在基因的表达水平相关，且与失眠、抑郁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存在显著的遗传相关性。通过检测基

因的甲基化水平能帮助识别易患病的高风险人群，从而进行早期预防、风险评估。另外，识别单核苷酸

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s)有助于新型靶向治疗药物的研发，提高治疗 PTSD 的有效性

和特异性。研究表明[22]，人类基因中有 22 个 SNPs 与 PTSD 相关，相应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可作为神经

递质、受体和代谢酶等在 PTSD 疾病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对应传导通路的抑制剂可作为治疗 PTSD 的候

选药物。SNPs 结合全基因组关联分析[23]，有助于从病因及遗传模式方面加深对 PTSD 的理解，为 PTSD
的预防及精准治疗提供依据。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宣告完成不仅预示着基因组数据时代的到来，还使得个性化医疗拉开序幕。美国

空军早在 2011 年即基于基因组学相关研究建立了个体化医疗计划，为军事人员确定可能的病因、减缓急

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近年来，大规模平行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基

因组学的进步，其优点在于成本降低和高通量[24]，且更容易获得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美国国防部据此

已成功建立 DNA 登记系统，成立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中心，并推出多个基因组学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项目，

实现了个性化的医疗模式及健康管理[25]。然而，随着个体基因组信息的明朗化，大数据研究获益的同时

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和社会挑战，人们也愈发关注基因歧视和个人遗传隐私问题[26]。面对随之而来的信

息泄露及滥用，如何权衡值得深思。需要注意的是，在隐私、基因歧视等问题中，更重要的是应用伦理

和法律对相关人员提供保护和帮助。 

3. 基因治疗在军事医学研究中的应用与挑战 

3.1. 战伤救治 

近年来，蛋白质(组蛋白和非组蛋白)乙酰化作为一种治疗创伤和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的方法受到广泛

关注[27]，通过改变乙酰化和去乙酰化水平之间的平衡不仅能调节转录，还能调节其他多种细胞过程。战

场上主要的两大致死原因，创伤性脑损伤和失血性休克，研究表明[28]出血和创伤均会导致细胞内蛋白质

脱乙酰化，使用组蛋白脱乙酰酶抑制剂如丙戊酸能通过激活表观遗传和蛋白质组学途径，可逆的改变关

键细胞的功能，增强创伤后的细胞生存能力，减轻缺血一再灌注损伤，进而保证致命损伤期间的生命存

活。同样，使用 DNA 微阵列技术研究最易受缺血影响的器官及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29]、结合组蛋白脱

乙酰酶在不同器官中的分布和生物学功能有助于设计靶向治疗和干预措施[30]。组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增加

了我们对疾病状态的理解，未来有望通过将组学数据与药物基因组、临床特征相关联，甚至可以通过损

伤基因型和表型对患者进行分层，明确异质性，从而实现对“治疗时间点”的精准预测[31]，在个体化医

学时代，使用这种方式来筛选及治疗病人，预示着一个基因组学新时代的到来。 
除降低战伤损害程度外，基因科学对于战伤恢复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将质粒 DNA 表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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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入受损组织可有效地在体内选择性地表达生长因子，后者作为伤口愈合触发因子，可有效地修复

受损组织从而促进伤口愈合[32]。同样，一项通过基因操作诱导脂肪源性干细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ADSCs)向肌源性谱系分化的研究表示，将未培养的 ADSCs 注射到小鼠体内的缺血骨骼肌内时，他

们能够与肌肉纤维融合，有助于体内结构的恢复[33]。此外，由于战争多样性，参与作战行动的士兵难免

会遭受各种不同程度的组织损伤，包括干细胞在内的基于细胞治疗方法在促进士兵的战伤恢复中展现出

诱人的前景。对于爆炸伤、枪伤和碎片伤引起的骨骼肌肉损伤[34]，以干细胞为基础的骨骼肌组织工程已

成为替代传统外科手术的一种有效方法。对于烧伤、挤压伤造成的大面积组织损伤，干细胞更是为其带

来了福音，基于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或其分化的衍生物可用于各种细胞

的再生，从而加快愈合以及提高恢复率。iPSC 因结合了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的优势，在现代战争组

织特异性损伤的治疗中脱颖而出，除皮肤再生外还广泛应用于眼组织损伤、噪声性聋、神经肌肉损伤等

[35]，且有望治疗新型武器造成的辐射损伤。随着新型作战武器的发展，创伤的多样性只会增加，未来战

伤治疗将很大一部分受益于干细胞介导的细胞疗法，因此有必要为现役军人创建一个生物信息数据库

[36]，在士兵部署之前采取组织活检并进行细胞储存，以便在受伤时能及早进行自体细胞治疗。然而，使

用干细胞治疗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限制，包括免疫排斥、伦理问题和可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未分

化或未分化成熟的细胞进入人体可能发生基因突变导致肿瘤的发生[37]，因此更需严格把控。 

3.2. 特殊环境的耐受 

地理环境同样影响军事医学的发展，我国的边界大部分是高山或者沿海，在西藏边境，平均海拔则

大于 3000 米，严重低气压、缺氧、气候恶劣、交通不便，高原上随之而来的呼吸、循环、神经和消化系

统疾病，高温条件下引起的热休克[38]，沙漠和航天领域的卫勤保障等都是我军开展战场军事医学研究的

重要动力。高温和紫外线辐射无疑会增加皮肤癌的患病率[39]，DNA 微阵列研究为提高士兵对高温和低

温环境的耐受性和适应性提供了可行性，对微重力环境下心血管功能障碍分子机制的研究则有助于制定

航天员飞行后心血管功能失调的预防策略[40] [41]。对于创伤、失血性休克和脓毒症中与缺氧随之而来的

免疫细胞凋亡和线粒体功能障碍[42]，目前已有多种线粒体功能检测方法在动物实验中得到应用，通过改

善线粒体功能的新型治疗策略，有利于提高宿主免疫。随着高科技武器的不断引进，未来战争中将出现

大量特殊的疾病和伤亡，特殊环境如微波、核辐射以及微重力或超重力[5]等，更可能导致基因变异。因

此，军事医学研究应立足于当代军事形势，结合实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因科学的实际作用。 

3.3. “超”能力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曾在 2015 年被 Science 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突破之首，其作为一种基因编

辑工具可以靶向定位到基因组中的某个特定位点，可逆性地决定某种特定基因的开关，目前被用于人类

多种疾病的研究，包括遗传性耳聋、帕金森病、自闭症、艾滋病以及各种癌症等[43]。CRISPR-Cas9 技

术应用广泛，其在农业上被应用于制造新型抗菌剂从而减少病虫的数量[44]，在军事医学中的应用包括提

高人类士兵的作战能力，研究者们从其他物种中分离出一些可通过编辑提高人类能力的基因，如爬行动

物体内的热成像基因，这种基因可以赋予人类在弱光条件下的强视觉能力[45]，更有利于军事作战中夜间

活动。更神奇的是战士们或可通过基因改造来减少睡眠时间，研究表明睡眠剥夺破坏了超过 700 个基因

的功能，未来这些基因或能被重新编辑，使作战人员能免受失眠的影响且能在缺乏睡眠的情况下正常执

行任务。CRISPR-Cas9 技术同样有望能保护作战人员免受生物制剂的伤害，一项将外源基因注射到小鼠

体内的研究[46]发现，该基因可被小鼠的肝细胞摄取，并制造出活性可维持五个月观察期的保护酶，并能

使小鼠在多次注射神经毒素后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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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3 世纪中期便已有了使用生物武器的先例，生物武器因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微生物相对更容易

获得和传播、生产和运送简单同时难以被发现等特点，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古代战争中，生物武器主

要通过将染病的人或动物尸体直接投放到敌军的军营、水井等处，从而使敌军染病。14 世纪时，鞑靼人

曾试图利用尸体散播瘟疫；20 世纪初曾有德国间谍试图以炭疽芽孢杆菌感染运输武器的鹿群[47]。近代

战争则利用飞机投放带菌的食物或生物。一战时，德国就向协约国空投沾染了病原体的食品和日用品，

诱骗当地人食用随即感染。二战期间，日本的细菌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日本 731 部

队曾利用飞机空投含鼠疫跳蚤的陶瓷炸弹传播鼠疫，并通过人工布撒细菌、投掷细菌弹联合陆军的地面

攻击发动侵华战争。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除投放陶瓷炸弹外也曾投放沾染病菌的树叶。20 世纪 60 年

代以后，苏美等国先后发展出以气溶胶来投送的生物武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可利用的基因武

器以及传播媒介只会更多。历史上曾对服兵役人员强制性进行疫苗接种，以防生物制剂的侵害。然而现

代对于这些可能会出现的新生物威胁，很难短期内开发出有效的疫苗。生物武器一旦结合基因工具使用，

现代战争模式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难以把握和掌控。 
因此，小到获得“超”能力的士兵的心理及社会问题，大到技术滥用带来的伦理问题与国防安全威

胁，都提醒我们在 CRISPR 时代加强生物安全、防止其被滥用应成为重点被关注及防护内容。 

4. 总结与展望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之间摩擦加剧，局部战争频发。从历史上的日本 731 部队、朝鲜战争

中的细菌战，到现今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流行全球的新冠病毒等，基因战、生物战在现代

战争中频繁出现。军事医学作为国防安全的后盾对个人乃至国家意义重大，紧随基因科学时代发展的潮

流，保障士兵生理及心理安全，提高作战技能，积极研发促进军事医学发展的基因干预和治疗手段，合

理地使用基因武器，避免生物武器的滥用，规避可能出现的生物安全威胁，扬长避短，才能在“两个一

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成就新时代的“医学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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